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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罪错未成年人既是犯罪者中的特殊群体，也是未成年人中的特殊性群体。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的犯罪

情形得到有效控制，但罪错未成年人的再犯罪形势依旧严峻。通过分析可知，刑罚执行不足与社会的排

斥加速了未成年人与重复犯罪行为的链接，当成长需求无法满足或犯罪情绪失控将促使未成年人再次犯

罪，家庭教育和校园教育亦是未成年人再犯罪不容忽视的原因。考虑到未成年人再犯罪的人身危险性与

社会危害性，对再犯罪预防需要从司法层面加强预防力度，应当在惩罚犯罪的原则指导下，提高刑罚执

行中的惩罚性；在保障刑罚实施的同时发挥教育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教化效果，促进罪错未成年人顺利回

归社会，避免重复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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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venile delinquents are not only a special group among criminals, but also a special group among 
minors. In recent years, the crime situation of minors in China has bee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ut 
the repeated criminal behavior of minors who have committed crimes is still grim. Through the 
analysis, we can see that the lack of penalty execution and social exclusion accelerate the link be-
tween minors and repeated crimes. When the growth needs cannot be met or the criminal emo-
tions are out of control, minors will commit crimes again. Family education and campu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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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also the reasons why minors commit crimes again. Considering the personal danger and social 
harm of juvenile recidivism, the prevention of recidivism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from the judi-
cial level, and the punitive nature of penalty execution should be improv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punishing crimes; while ens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nishment,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effect of education on the delinquent minors, promote the delin-
quent minors to return to society smoothly and avoid committing crimes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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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犯罪是一种破坏刑法保护法益应受刑事处罚的社会危害性行为。我国规定刑事责任年龄为十六周岁，

为保持法益保护与未成年人保护之间的平衡，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实施严重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同样应

当承担刑事责任。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在十二周岁至十四周岁期间犯故意杀人、故意

伤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恶劣行为，在十四周岁至十六周岁期间实施

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八种违

法行为，在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期间施行《刑法》规定的四百八十三种违法行为，经法院审理判决

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是指未成年人初次犯罪后在十八周岁之前再次实施了应受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取得一定效果，但未成年人再犯罪预防依旧面临严峻的问题。《中

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续降低，2020 年未成

年人犯罪人数占同期犯罪人数的比重为 2.21%，比 2010 年下降 4.57 个百分点”。在对未成年人再犯罪调

查中：2010 年和 2011 年上海市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为 9.53%、8.13% [1]。“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路径

和模式”课题组于 2011 年赴广东、江苏、河南、湖、四川五省的调研发现，未成年罪犯中重新犯罪比例

为 12.5% [2]。江省金华市检察机关于 2015 至 2018 年受理审查起诉的未成年人再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趋

势[3]。根据最高检在 2022 年 10 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报告，检察机关在 2018 年至 2022 年 9 月起诉的涉

罪未成年人中，受过刑事处罚后在未成年阶段又重新犯罪的 9905 人，占同期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总数

5.9% [4]。大约是同时期内未成年人犯罪比例的两倍，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未成年

人再犯罪成为当前更加紧迫与重要的问题。我国多个地区均需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再犯罪预防的重视，强

化预防的力度，使未成年人再犯罪预防在犯罪数量与犯罪比率上得到有效控制。 
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当前对未成年犯罪预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初次

犯罪预防方面，已有的再犯罪预防研究并未形成体系化预防系统，在预防措施上均主张采取温和的具备

保护性质的措施。如景年红教授认为应在实体上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程序上建立亲情化、感

召化、宽缓化的刑事诉讼机制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5]。李豫黔主张保护未成年犯权益以进行感化、矫

正其权益以挽救未成年犯，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帮助未成年犯成长、改正[6]。董紫薇认为应提高未成

年犯的缓刑适用率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适用条件改为五年以下，对于过失犯在法律中明确适用缓刑[7]。
不同于好奇、从众、被怂恿等原因的初次犯罪，未成年人再次犯罪是在经过一定刑罚教育、矫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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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法行为能够自我判断与自我控制，仍然放弃社会公序良俗再次实施犯罪行为，具有更高的社会危险

性。因此，在对再犯未成年人的预防过程中应当考虑惩罚性措施与保护性措施同时适用的问题。 

2. 未成年人再犯罪的原因分析 

2.1. 未成年人再犯罪的直接原因 

2.1.1. 成长需求增强犯罪动机 
未成年人的重复犯罪行为较初次犯罪具有更强的目的性，主要受到生长需求的驱动。未成年人的生

长需求是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为满足身心健康成长提供的基本需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未成年

人身体成长的需求，如食物、水分、空气、睡眠等；二是未成年人心理成长的需求，如心理稳定、有秩

序排斥内心的焦虑与恐惧，与外界建立联系获得内心的归属等。 
在重复犯罪的未成年群体中，多数为小学中学毕业或者中途辍学后打工的社会青少年。在初次犯罪

刑罚结束回归社会之际，他们一方面要遭受就业歧视、社会排斥等情形，另一方面受到无相应劳动技能

的限制，往往因无收入来源陷于谋生困境，在生存需求的驱使之下，未成年人将再次实施犯罪行为。因

此，未成年人极易在较短时间内再次走向犯罪，而在重复犯罪类型中侵犯财产类犯罪占据最高比例。基

于当前社会对罪错未成年人的低接受度和未成年人本身的不良心理，融入新的良好环境成为一项挑战。

但基于情感需求，罪错未成年人倾向于和具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打成一片、与同样有犯罪经历的人进

行交往，甚至较多罪错未成年人与狱中好友保持友好联系。这不仅仅主观上强化了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

更是为重复犯罪行为提供了客观经验技巧与实际帮助。甚至有些未成年人不断实施犯罪行为是由于讲义

气帮朋友，以维持友谊。因此，当未成年人成长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将进一步增强其犯罪动机，再次实施

犯罪行为。 

2.1.2. 互动理论加速犯罪进程 
德国犯罪学家汉斯·冯·亨梯在《论犯罪人与被害人的相互关系》中提出犯罪人与被害人互动理论，

即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被害人在犯罪的发生与犯罪预防过程中不再只是被动的客

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甚至影响并塑造了罪犯。与犯罪学不同，刑法学科的被害人研究关注的是被

害人因素会对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以及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应当承担多大的

刑事责任等问题产生怎样的影响[8]。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是相对于加害人的概念，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关

系可以从行为实施的角度观察，在犯罪行为实施的过程中不同被害人有不同的行为反应，属于一种动态

模式；当犯罪行为结束，则考虑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受害人是否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过错，犯罪过程中

的动态关系转化为一种静态关系。因此，分析未成年人再犯罪的原因，是以犯罪行为结束为时间节点进

行分析。 
罪错未成年人重复犯罪行为较初次犯罪具有一定的预谋性，根据未成年人犯罪数据可知，罪错未成

年人与被害人之间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年龄相似性，部分未成年人虽然外形与成年人无异，但心理并未

达到成熟状态，他们往往选择比自己弱小或相仿之人侵害。二是双方具有一定人际交往，一般是在同一

学校读书、生活在同一小区、在相同的娱乐环境相识等等。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未成年人与被害人的

互动关系有三种类型，“第一，激烈反抗型，即被害人因遭受侵害以激烈方式反抗犯罪行为。第二，顺

应型，即被害人任由未成年人施加危害行为。第三，机智应对型，是指被害人以机智的方式与未成年人

周旋，最终避免犯罪侵害。”[9]在未成年人重复犯罪行为过程中，更多的是前两种类型。由于罪错未成

年人并不具备健全的心理与人格，面对顺从的被害者，罪错未成年人反倒认为犯罪是轻而易举可以任由

自己为所欲为的行为，从而助长了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正常情况下受害者反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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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未成年人而言，激烈的反抗往往会刺激未成年人犯罪情绪，致使其加重侵害行为导致更严重的危害

结果。因此，未成年人在犯罪过程中的行为控制上具有不稳定性，基于其不良心理的驱使，不论被害人

的何种行为均无法预测罪错未成年人的后续行为。 

2.2. 未成年人再犯罪的间接原因 

2.2.1. 刑罚执行矫正效果不佳 
未成年犯的处遇措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定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刑法同样采取了宽

容政策，采用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基于未成年犯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刑罚种类主要包括：管制、

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根据是否剥夺人身自由，分为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监禁刑包含拘役、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刑罚执行的主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管教所；非监禁刑为管制，刑罚执行机关是社区矫正

机构。 
未成年人管教所的刑罚执行存在未成年犯与成年犯混合监禁和执行受限的问题。未成年管教所在收

押未成年犯与收押时未成年但年满 18 周岁、余刑不满 2 年的成年犯之外，仍收押成年犯，如广东所、云

南所、陕西所等收押成年男犯，湖南所、重庆所、广西所等收押成年女犯；辽宁所与成年男犯监狱合并，

于 2017 年将所有服刑人员调入沈阳市康家山监狱[10]。混合监禁将会导致交叉感染的后果，未成年人同

狱友之间交流学习增强犯罪反侦察意识、提高犯罪技巧本领。此外，将未成年犯改造成具有文化知识和

劳动技能的守法公民受到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一是物质资源的匮乏，文化知识与劳动技能培养需要一

定的硬件设施与软件设施，而在有限的财政支持下使全国未成年人管教所尤其是中西地区获得相应配置

具有一定难度。二是讲授者紧缺，未成犯管教所警察担任教师传授知识与技能的相关规定与警察工作繁

忙且不具备教授能力的现实存在冲突。三是刑罚中的惩罚性较低，我国对未成年犯保护性的轻缓处罚反

向增强了部分未成年人的“犯罪感”，认为犯罪所获收益与犯罪成本比值较高，使再次实施犯罪行为成

为可能。 
根据《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第 2 条规定可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是指将管制、缓

刑、假释等符合法定条件的未成年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

志愿者的协助下，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涉

及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自 2003 引入以来，仍处于探索式发展阶段，

这一全国范围内执行的刑罚措施并未形成系统、统一的矫正模式。自 2020 年《社区矫正法》生效以来，

农村地区矫正组织机构不健全、矫正设备和设施建设缓慢，甚至基层的司法所职能定位愈加不清晰[11]。
有学者在 2020 年对天津市、浙江省、辽宁省、河北省、吉林省 5 省 36 个司法所进行了调查后指出，未

成年犯社区矫正中存在与成年犯社区矫正区分程度不够、矫正措施仍处于粗放化层次等问题[12]。 

2.2.2. 社会低包容性加剧未成年反社会属性 
“未成年人处于‘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阶段，一方面青少年本能冲动会带来问题，另一方

面是青少年面临新的社会要求和社会的冲突而感到困扰和混乱。如果未成年人无法在这一时期建立对外界

的认同感、确定自己在社会集体中的情感位置，将会对社会环境进行对抗。”[13]当罪错未成年人无法获

得社会的接受与认同，将持续这种初次犯罪的对抗心理与对抗行为，最严重的后果便是重复犯罪行为。 
当前社会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包容性较低，初次犯罪后的未成年人在心理、认知、情感均不成熟的阶

段仍很难获得外界认同，甚至感受到社会多方面排斥。在学校内，具有不良习惯的未成年人已经是老师

头疼的对象，重返校园的罪错未成年人更是警示的反面教材。同龄的家长多次警告自家小孩远离此类“罪

错少年”。对离开学校步入社会的未成年人而言，社会的歧视与不公正对待将罪错未成年人在良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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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越推越远。在个人交往上，评头论足、他人避而远之的情形频频发生，求职时被众多单位、企业的无

犯罪记录招聘要求拒之门外，入职后因前科受到与他人不同的不公待遇的场景屡见不鲜。甚至有部分家

庭存在不接受罪错未成年人现象，认为一人犯罪全家蒙羞无法立足。来自家庭、学校、社会各种不理解

与不接受的冲击，不断削弱罪错未成年人的归属感、增强罪错未成年人的反社会属性，破坏社会秩序的

犯罪行为将会再次发生。 

2.3. 影响未成年人再犯罪的其他因素 

2.3.1. 家庭教育因素 
“未成年人与社会的联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犯罪行为，而亲子依恋是社会联系的核心。良好的

家庭教育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因素之一。”[14]犯罪社会学家特拉维斯·赫西提出的社会约束论解

释了家庭因素在青少年犯罪中的重要影响。在对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教育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周慧敏、

刘昕、游涛以案例分析的方式论证了家庭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影响[15]。李萌、涂龙科通过青少年

犯罪的司法数据表明家庭教育的错位对未成年人心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不良行为习惯、引发犯

罪[16]。当家庭教育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无法给予相应的情感功能、经济支持、社会化辅助，尤其是当

精神抚育不当，将会对未成年早期健康人格的形成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导致不良行为、犯罪行为甚至重

复犯罪行为的发生。 
全国法院在 2016 年、2017 年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流动式家庭、离异家庭、留守家庭、单

亲家庭、再婚家庭排名前五[17]。根据四川省监狱管理局调查显示，未成年押犯中具有反社会型人格特征

占 56.5%、强迫型人格特征占 54.5%、边缘型人格特征占 39.7% [18]。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应

当共同履行好抚养、教育、保护的义务。虽然家庭结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家庭教育的恶化，但极易产生

父母无暇顾及子女、妥当管教子女等问题。当家庭教育缺位或者不当，将对未成年的价值观念及行为习

惯产生不可逆的影响。不良家庭教育模式可以分为溺爱型、放任不管型、管教不当型。溺爱型家庭对未

成年人娇惯纵容，小错包容、大错不制止，使得未成年人的价值观逐渐扭曲，当外界某种条件具备时极

易发生犯罪行为。放任不管型家庭，家庭成员由于外出、忙碌或感情不合等原因忽略对未成年子女的管

教，在树立是非观与价值观的阶段未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教导，极易受到外界不良风气的侵蚀和不良行

为的引诱，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管教不当型家庭中，家长一贯采取“棍棒式”教育，当子女与外界

有争执时不问缘由先行打骂，在这种强权式错误思想影响下，未成年人极易形成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

性格，至青春期更易发生极端叛逆情形，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2.3.2. 校园教育因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11 月公布的《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未成年人犯罪》显示，未成年人

犯罪时的年龄主要集中于 16 至 17 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正处于身心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

需要良好的教育与正向引导，对于初为父母或不具备专业教育能力的抚育者可能无法独自完成对未成年

的成长引导、社会化教导。因此，校园教育在对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我国

《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应当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对特殊地区可以推迟至七周岁。由

此可知，一般在 12 至 15 或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处于中等教育阶段。我国当前的中学教育以素质教育为目

标，但由于升学率及应试教育的传统观念，这一目标往往流于形式。 
以分数为衡量学生优秀与否的标准是当前中学教育的主流。学生将课程分数视为前进方向，教师将

教学业绩作为工作重心，学校将智育置于首要培育内容，这将愈加偏离素质教育的轨道，使品德教育、

法制教育、性教育等难以得到具体落实。如当前中学生的法治教育主要以“道德与法治”课堂理论教学

的形式展现，最后是以试卷答题进行检测，以分数为优劣判断标准。自 2021 年双减政策不断落实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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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科类培训机构虽有所减少，但各地学科类培训隐形变异等违规行为依不在少数，而学科辅导市场的

存在恰恰是应试教育下追求高分的产物。应试教育的浓厚色彩使教育并未发挥良好的育人效果，一方面

使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容易出现区分对待学生的现象，成绩优异的学生是三好少年，得到学科老师更多都

关注与赞赏。成绩低的学生往往受到老师的忽视，甚至被视为反面教材。另一方面，学生受到“高分即

优生”这一观念的影响，会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阶段极易形成功利主义观念。分高者认为

分低的学生是差生甚至排斥同学，分低者认为自己不是好学生而产生自卑、敏感等不良心理。该年龄段

未成年人在青春期心理的影响下极易产生逆反心理与抵触情绪，而在当前对“差生”不利的教育管理模

式下他们很难得到老师、学校的正当引导，极易沾染不良习惯、实施不良行为，逐渐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3. 未成年人再犯罪的预防对策 

与初次犯罪不同，再犯罪未成年人具有更高的社会危险性、习惯违法性，对其再犯罪的预防存在一

定难度。因此，预防措施应当提升对惩罚性的认识，具体化教育的内容。刑法结束后无论是返校还是进

入社会，均应当保障其基本的生存发展需求，同时需要对行为保持监督监管，从而预防其再次犯罪。 

3.1. 坚持惩罚犯罪的原则 

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曾在《论犯罪与刑罚》提到，刑罚的目的既不是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

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在于威慑，使人们清楚犯罪弊大于利，根据已领教的恶果的反复作用

来节制自己，即阻止罪犯再次犯罪。因此，需要通过提高再犯罪未成年人刑罚的惩罚性使罪错未成年人

清楚刑事责任的严重性、达到威慑的效果，从而不敢再次实施犯罪行为。 
提高刑罚惩罚性并非加重对再犯罪未成年人的处罚，而是在法定刑罚范围之内重于初次犯罪未成年

人的刑罚程度，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首先，罪错未成年人的再犯已经构成实质上的“累犯”，“作为

累犯的前后两罪在法律上和行为心理上具有特定的联系，反映了行为人的特殊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经历了刑罚制裁的犯罪人怙恶不悛，说明通常的处罚标准对其不能产生特别预防的作用，因而构成刑事

政策意义上的特别防范的对象”[19]应当对累犯从重处罚。其次，根据前文原因分析可知，当前包容性较

强的刑罚措施并未使部分罪错未成年人产生尊重他人权益、遵守社会秩序的意识，初次刑罚的“刑罚无

痛感”甚至助长了其实施重复犯罪行为的主观心理，因此对再犯罪的刑罚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加重惩罚性。

最后，基于刑法的报应主义，罪错未成年的再犯罪行为具有更大的恶，既然犯罪是其选择的结果便应当

承担刑罚的报应，否则将增加社会的不安定风险。纵使面对过失犯罪，其行为同样对他人合法权益、社

会法益产生严重的危害后果。此外，对犯罪者的宽容将会对受害者造成再一次的侵害，这是由国家权力

所主导的对其公民的不对等侵害。而再犯未成年人的侵害群体多数是未成年人或者其他的弱势群体，权

力机关应当居于中立地位，以实现实质的公平正义。 

3.2. 保障刑罚执行的基本要件 

监禁刑的执行，是由人民警察主管在未成年人管教这一封闭式空间内展开系列改造方案。非监禁刑

并未完全剥夺罪错未成年人的自由，是由国家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共同进行矫正的社区矫正机关执行。

因此，无论是监禁刑罚还是非监禁刑罚均需要容纳罪错未成年人的机构、负责惩罚教育的人员、明确可

执行的职责。 
首先，刑罚执行机关的设置。考虑罪错未成年人数量及经济成本的基础上在二级行政区域内建设未

成年人管教所，更大程度发挥地级市、自治区的资源优势；将未成年人矫治机构设置在基层地区，尽可

能靠近未成年人的活动区域。非监禁未成年犯有一定活动范围，在日间接受矫正后夜间应当返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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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生活环境能够增强未成年人自我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因此，矫治机构不宜设置在离未成年活动

范围太远的区域。 
其次，科学安置罪错未成年人。在未成年人管教所内，应当将未成年犯与成年犯分别关押、将初犯

未成年与再犯未成年进行隔离，在条件充分的情况下将不同犯罪类型的再犯未成年人别分关押，这种区

别关押应当自刑罚执行开始直到结束。一方面避免罪错未成年人交叉感染，另一方面保障罪错未成年人

教育改造方案的高效开展，达到最佳矫正效果。同理，由于社区矫正的对象中成年罪犯数量较多，社区

矫正机关应当严格将未成年犯与成年犯分别矫正，矫正人员应当在矫正的过程中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活

动的监督。建立“矫正人员负责制”，即由社区矫正机构根据社区矫正人员数量和罪错未成年人数量，

由一名社区矫正人员负责一名或多名罪错未成年人，必要时可以加入相关专业的志愿者负责，协同家长

共同对其日间社区矫正活动结束后的其他活动进行教育、监督。 
最后，细化国家工作人员及社会工作者的职责。刑罚执行的职责本质上是由惩罚与教育目的、内容

所决定，基于法律的稳定性这一特征细化性的职责难以详尽于基本法律中，正如《社区矫正法》具有较

强的原则性特点。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刑罚执行职责，应当在相关法律的原则指导之下，通过行政法规、

国务院部门规章对全国范围内司法行政机关的刑罚执行职责设置基本标准，各个地区根据本地经济文化、

民俗习惯制定地方法规、政府规章为罪错未成年人刑罚执行制定规则。此外，将实践中具有普遍适用性、

有规律性的具体措施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以保障刑罚落实，发挥罪错未成年人的改造效果。 

3.3. 发挥教育的教化功能 

未成年人处于自我意识较弱的阶段，他们的成长与行为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接受的教育及所处

环境，因此需要在保证罪错未成年人完成义务教育基础上，强化德育与法治教育。使罪错未成年人在思

想上有良好的价值观念，行为上能够自觉遵守相关的规范。 
对未完成义务教育如小学辍学、初中辍学的未成年犯，由未成年人管教所或者社区矫正机关保障其

完成义务教育。针对人员配置有限的未成年人管教所，可以采取网络学习的方式，我国义务教育内容均

可以在官方网站上进行学习，因此可以由具备相应能力的狱警负责开展网络课堂，落实对罪错未成年人

的义务教育。这不仅仅是国家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的体现，更是培养罪错未成年人独立思考的能力，

使其能够辨析不良行为、拒绝教唆行为、不盲目参与共同犯罪。设区矫正机构主要扮演辅助的角色，保

障罪错未成年人顺利完成义务教育的教导。 
在刑罚教育的过程中，执行主体应当将德育与法治教育并重置于首要位置。我国古代教育家荀子早

在战国时期便提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主张礼法并重，表明德治与法治对公民形成良好秩序的重要

性。因此，在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中将德育、法治教育放于首位，使未成年人在意识上有良好价值观

排斥不法行为，行为上遵守社会规范与法律规则。德育不仅仅开展理论上的教育，更应当注重罪错未成

年人在实践中的品德修养。针对监禁刑未成年人，可以在刑罚结束后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组织罪错未

成年人参加一定时长的志愿活动，增强未成年人的“社会认同感”。在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可定期参加

由矫正机构联络的公益活动，鼓励支持罪错未成年人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必要由矫正人员陪同或监

督。恢复完善社区服务令制度，我国早在 2001 年便开始社区服务令的试点工作，在 2003 年上海市长宁

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对该制度实施一年期间内，参加无偿社会劳动的罪错未成年人无一再次犯罪。但是

由于多省试点过程中不规范、不统一现象日益严重，最高法院等相关部门于 2005 年下令暂停社区服务令

的适用，2019 年的《社区矫正法》中并未规定社区服务令制度。通过对该制度的实践检验可知，该制度

本身能能够发挥惩罚、教育罪错未成年人的效果，而当前并无相应的制度替代，无偿的社会劳动、具有

公益性的活动能够使罪错未成年人在实践中提升道德观念、提高社会认同感，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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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破坏的社会关系进行恢复。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当今社会，应当考虑社区服务

令的恢复与推行。 

3.4. 促进未成年犯的社会回归 

未成年人返回社会后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实施重复犯罪行为，其中较多的是出于经济原因再次犯

罪。来自经济贫困或者家庭结构变化的未成年人不仅仅在亲情抚育上有所欠缺，更是在基本生活保障上

被忽略，甚至会处于孤立无援境地。因此，保障罪错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主要包括基本生活保障和

行为监督两个方面。 
避免罪错未成年人陷入经济困境，在直接给予物质帮助的同时增加其谋生技能。对经济困难的未成

年家庭给予帮扶。可以参考英国儿童福利制度的津贴制度，若每周工作至少 16 小时仍然收入低微，需要

照顾至少一名 16 岁以下儿童或 19 岁以下全日制在读学生家庭可申请家庭津贴；负责照顾双亲去世儿童

的监护人可以申请监护人津贴和儿童福利金。单亲又要独立照顾子女的人士可以领取单亲津贴。公民的

福利待遇根据国家发展的水平差异有所不同，而我国地域间发展同样有所不同。因此，中央可以对全国

贫困的未成年犯家庭设置最低的经济金标准，基层政府机关建立贫困档案，根据当地平均收入、结合家

庭收入给予不同数额标准的经济金，直到未成年人满十八周岁。对单亲家庭或重组家庭监护人的监护义

务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在精神抚育不能的情形下以保障子女基本物质生活为最低标准。若监护人监护资

格被撤销，法院应当对父母抚养费用的给予情况进行落实，必要时联动执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甚至可

以在银行辅助下强制经济类义务的履行，以免未成年人陷入经济困境。 
在经济援助的同时，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劳动技能培训。以刑罚执行机关为培训主体，保障未成年人更

好的参与社会，培训的对象主要是犯罪时离校且在刑罚结束后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使其在掌握一项技

能的基础上了解另一项技能。此类未成年人刑罚结束后将面临生存需求的考验，因此加强一定职业技能的

培训能够拓宽其生存的空间。此外，刑罚执行机关可以在硬件设施与软件设施允许的情况向其他未成年人

展开培训，增强劳动能力。职业技能的培训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由未成年人管教所或者社区矫正

机构独自完成。简单、易学的一些技能可以由执行人员独自开展，有一定专业性的技能可以由具备相应专

业技能的工作人员进行讲解、训练。一般情况应当在刑罚执行场地进行。第二，由刑罚执行机关与他人合

作完成。主要是由于执行机关人员不足或不具备专业技能的情形下寻求外界的援助，如与职业老师、培训

机构、职业院校共同开展，在工作人员的辅助之下由专业教师在开展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技能培训。 
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行为监督。罪错未成年人在刑罚结束后将选择回到学校或进入社会，未成年

人缺乏一定的自制力更容易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应当继续对其行为进行监督监管。针对刑罚结束未履

行完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在其刑罚执行完毕后保障其能够顺利返校接受教育。由刑罚执行机关在未成

年监护人的辅助下联系相关学校，确保其顺利入学。同时通知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由其对未成年人在

就学过程中的行为进行监督，至罪错未成年人十八周岁。监督方式可以采取不定期学校走访、调查等方

式，关注未成年人在校表现及教育的效果，必要时由司法机关进行严格的法治教育。监督的过程应当注

意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个人信息的保护。针对初中毕业的罪错未成年人，若选择返校就学，由监护

人在刑罚执行机关辅助下联系相关学校，相应机关应当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避免周围环

境对未成年人的区别对待。若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选择进入社会，刑罚执行机关应及时通知罪错未成年

人去向地的治安行政机关，对其在该行政区域的行为进行监管。但基层治安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自身工作

量，要求进入社会的未成年人定期向其居住地区的公安机关汇报最近情况，汇报内容和时长并无特殊规

定，主要是了解罪错未成年人近期状态，帮助其解决相关问题，促进罪错未成年人对社会的认同感，从

而预防罪错未成年人再次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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